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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脑出访与中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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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系统考察从新中国成立到 2006年的中国首脑

出访活动 ,揭示了中国外交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重心和特点 ,并进而探讨了

首脑出访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 ,及其反映出的中国外交风格。

首脑出访的增加 ,既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体现 ,也是当今全球化形势的

客观要求。首脑的高频率出访 ,反映了首脑外交在中国总体外交中地位

的上升 ,以及与相关国家关系的状况 ,首脑出访的议题和作用的变化 ,体

现了当今中国外交乃至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首脑出访 中国外交 首脑外交

首脑外交是当今中国外交中最活跃的外交形式之一 ,其中首脑对外出访尤为

引人关注。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外交的特点和布局。本文搜集有关中国高级

别领导人出访的数据 ,并依此分析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变化 ,考察中国对外关系布

局的特点 ,探讨首脑出访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 ,及其可能反映出的中国

外交风格。

一、概念的界定

“首脑”一般指国家元首 ,如主席、总统、国王 ,或政府首脑 ,如总理、首相等。

他们是国家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 ,也是外交政策的决策者和最高执行者。首脑外

交 ,顾名思义就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亲自参与的外交活动 ,其形式多种多样。美

国学者普利施科在《首脑外交》一书中这样概括广义上的首脑外交 ,“包括总统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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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所有方面。这种外交包括由总统制定、发表政策和使

之规范化 ;总统通过信件、电报、电话和热线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个人的通讯 ;总统任

命上百名特使 ,作为他个人的代表在最高一级别与别国政府打交道 ;接待对本国进

行正式或非正式访问的外国领导人 ;为参加礼仪大事、协商和谈判而进行的出国周

游或短途旅行 ;以及总统参加在本国或外国召开的国际会议等。”①传统上首脑外

交的内容 ,一般指首脑访问、首脑会晤、首脑通信通话、首脑派出特使或私人代表以

及首脑个人对外政策声明等。② 鉴于篇幅的限制和技术上统计的考虑 ,本文选择

首脑外交的其中一个方面 ,即首脑出访来分析和观察中国外交的变化和特点。

一般来说 ,首脑外交中的首脑指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一些国家 ,如美国 ,

二者合二为一 ,即总统。“首脑外交”,其原文为“dip lomat in chief”, chief是“首脑”

或“领袖”的意思 ,直译为“首席外交官”。在中国则有所不同。中国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 ,除了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外 ,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或总书

记的对外交往是任何其他国家的政党 (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 )所不能比的。

更何况中国的国家主席有时又是党的主席或总书记 ,一些出访是以党的总书记的

身份进行的。③ 此外 ,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设机关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出访也应该被考虑在内。按照中国习惯上的政府五

大班子的说法 ,也应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的对外出访计算在内。④ 他们

对外所参与的外交活动一起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最高层外交”( summ it dip lo2
macy) ,即首脑外交。⑤

从历史上看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主席就对苏联进行了访问 ,可以说中国

的首脑外交 ,或首脑出访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此后历次中国领导人的对外访问

都是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活动。但由于种种原因 ,冷战期间的中国首脑外交并不

活跃 ,首脑出访也非常有限。只是到冷战结束后 ,中国不仅广泛接受外国领导人来

访 ,在请进来的同时中国最高领导人也走出去 ,首脑对外访问的次数大幅增加 ,在

地理上遍及世界各大洲 ,成为中国外交中最为活跃、最为人关注、也是最重要的对

外访问形式。

本文研究对象为从 1949年到 2006年底的中国首脑出访。为保持统计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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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埃尔默·普利施科 :《首脑外交》,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0年版 ,第 17页。
鲁毅、黄金祺等 :《外交学概论》,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7年版 ,第 148—151页。
有时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不是同一个人。如胡耀邦担任党的总书记时 ,国家主席是李先念 ;再如

1989年前后党中央总书记与国家主席由不同的人担任。
例如 1979年邓小平副总理访美影响重大 ,其身份除了副总理之外 ,还兼任了全国政协主席 ,因此美

国方面是按照国家元首的级别接待邓小平的。参见吴德广、刘一斌主编 :《礼宾 :鲜为人知的外交故事》,北
京 :新华出版社 2008年版 ,第 63—69页。
如美国学者普利施科就曾认为 ,“就高层级别而言 ,‘首脑’这个词⋯⋯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也可以包

括某些级别高于部长的其他官员。”参见普利施科 :《首脑外交》,第 17页。



一致性和可操作性 ,在统计中国首脑的出访数据时 ,只统计有公开报道的 ,包括国

事访问、正式访问、工作访问、短暂访问等。中国首脑出国参加多边会议、纪念、庆

典、外国领导人的葬礼、吊唁和经停、短暂停留某国、短暂会晤某国首脑、在第三国

会晤外国首脑以及出席别国政党会议 (政党外交 )等均不算在出访之列。本文所

有出访国家次数是按一国一次统计。例如 :出访某国一次算一次 ,出访某国两次算

两次 ,一次出访多国则算多次 ,依此类推。为保证数据源的权威性 ,本文数据的采

集和汇总出自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一、二、三、四

卷 )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司 (1993年

之前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 , 1994年至 2003年名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 )主编的《中国外交》(该书 1995年前名为《中国外交概

览》) ,其中 1979年至 1988年首脑出访的个别数据来自于人民网等网站 , 2006年

的首脑出访数据来自新华网。

本文试图以新中国首脑出访为对象和依据考察新中国对外关系的演变、布局

和特点。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包括 :在不同时期内中国首脑出访的次数和国家分

布有什么特点 ? 反映了中国外交政策什么样的变化和布局 ? 在界定相关概念后 ,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中国首脑出访的时间分布和基本特点 ,其次从地理的视角

考察首脑出访的地区分布和布局 ,特别是中国对主要大国的出访状况 ,最后 ,从首

脑出访议题和作用的变化入手 ,探讨当今中国外交的发展趋势 ,以及中国在与不同

国家交往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不同外交风格。

二、中国首脑出访的历史分布

从建国到 2006年 ,中国首脑出访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点 ,

从特定的视角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状况 (见图 21 )。第一阶段

(1949—1959)中国首脑仅出访 23次 ,平均每年 2次。第二阶段 ( 1960—1970)中

国首脑出访次数增加 ,达到了 44次 ,平均每年 4次。第三阶段 (1971—1981) ,中国

首脑的出访次数再次下降 ,一度达到了最低点 ,只有 20次 ,平均每年还不到 2次。

图 21　1949—2006年中国首脑出访情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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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 (1982—1991) ,中国首脑出访的次数达到了 122次 ,平均每年 12次。第

五阶段 (1992—2006) ,中国首脑的出访次数达到了建国以来的顶峰 ,为 424次 ,超

过了前四阶段的总和 ,平均每年 28次。如果将改革开放后作为分水岭 ,从 1949年

到 1981年的出访次数很少 ,但从 80年代初开始 ,中国首脑出访日益活跃 ,到冷战

结束后 ,首脑出访次数更是猛增 ,反映了中国外交也在不断走向活跃。

1949年底 ,毛泽东出访苏联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首脑的首次出访 ,次年初

周恩来总理出访苏联。中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新政权成立后先后访问苏联 ,

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战略的具体体现 ,也是为了落实“一边倒”战略的外交

实践。朝鲜战争爆发后 ,新中国的安全面临巨大威胁 ,中国政府被迫做出了“抗美

援朝”的决策 ,从而拉开了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长达三年的战争。在这三年

内中国首脑没有任何出访活动 (见图 22)。

图 22　1949—1959年中国首脑年出访频率示意图

最高领导人第二次出访在中国外交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为了解决

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 ,中国参加了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 ,第一次登上了国际

舞台。会议召开期间和前后 ,周恩来总理出访 6次 ,到访国中 3个是亚洲新独立国

家———印度、缅甸和蒙古 ,三个是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

兰和苏联三国。在出访印、缅两国期间 ,中国总理同这两国总理分别发表了联合声

明 ,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个时期的首脑出访对象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

国对外关系的基本状况 ,即中国对外关系的两个重要方面 :周边民族主义国家和社

会主义国家。

1955年的万隆会议不仅揭开了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而且开辟了中国

与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关系的新篇章。亚非许多国家获得了独立 ,中国与新获

得独立的国家建立了广泛的关系。中国首脑出访次数较 50年代前期明显增多。

毛泽东主席再次出访苏联 ,周恩来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先后频繁

出访。其中从 1956年 11月至翌年 2月初 ,周恩来总理率领政府代表团连续出访

12次 ,遍及欧亚 11国 ,其中 8个是亚洲民族主义国家 ,其余 3个都是社会主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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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从 1963年至 1966年 ,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先后访问亚非国家达 39

次 ,其中亚洲 25次 ,非洲 14次 ,东欧国家 4次 ,苏联 1次。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以后 ,首脑出访几乎陷于停顿 ,除了 1970年和 1971年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和越南

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外 ,直到文革结束后的 1977年 ,中国领导人没有出访。首脑对

外出访的状况反映了当时中国外交上的“光荣孤立”状态 (见图 23)。

图 23　1960—1970年中国首脑年出访频率示意图

1978年 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 ,中国外交

很快就打开了新的局面 ,当年中国高层领导人出访 9次。随后从 1979年至 1981

年的三年间 ,首脑又有 10次出访 ,遍及亚、欧、北美和拉美四大洲。从 1982年中共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对外政策的调整 ,到冷战结束的 1991年 ,中国首脑出访

大幅增加 ,在 10年内达 122次 ,平均每年出访 12次 ,足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

洋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六大洲 ,充分体现出稳中有升、连续不断、全方位的特点

(见图 24和图 25)。

图 24　1971—1981年中国首脑年出访频率示意图

中国首脑出访的上升势头并没有受到冷战结束的影响。1989年北京发生

“六四风波”后 ,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 ,一度暂停了高层接触。但中国坚定不

移地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 ,在外交上不对抗、不树敌 ,在执行韬光养晦政策的同时 ,

努力工作有所作为 ,在外交上并没有陷入孤立的状态 ,一个重要体现就是首脑出访

并没有受到影响。从 1992年至 2006年 ,中国首脑出访次数不仅没有下降 ,而且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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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1982—1991年中国首脑年出访频率示意图

幅度增加 ,在 15年中共出访 424次 ,除 1998年以外 ,每年的出访次数都在 20次以

上 ,平均每年达到了 28次 ,其中最多的一年出访 39次 ,最少为 11次 (图 26)。

图 26　1992—2006年中国首脑年出访频率示意图

从历史的角度看 ,首脑出访基本反映了中国外交发展的轨迹 :从社会主义国家

开始 ,由社会主义国家和周边民族主义国家展开 ,进而发展到亚非国家 ,最后扩展到

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脑出访的中断则反映了“文革”期间中国对外交往的

中断。而改革开放后中国走出去战略也很快在首脑出访上得到明显的体现。冷战

结束后的中国在国际上更加活跃 ,体现在首脑出访上则是出访数量的大幅度增加。

三、首脑出访的地区分布

从中国高层领导出访的地域分布看 ,从新中国成立到 2006年底 ,中国首脑的

出访主要集中在亚洲、非洲和欧洲 (图 27和表 21) ,分别为 250次、92次和 196次 ,

占总出访数的 39149%、14153%和 30196%。对亚洲地区的出访最多 ,反映了亚洲

地区在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中的突出地位 ,也说明作为一个地区大国中国外交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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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1949—2006年中国首脑出访地区分布图

表 21　1949—2006年中国首脑出访统计

年份 亚洲 非洲 欧洲 大洋洲 北美洲 拉丁美洲 总计

1949—2006年 250次 92次 196次 26次 19次 50次 出访 633次

占总出访数的
比例

39149% 14153% 30196% 4111% 3100% 8100% 100%

平均每个国家
次数①

513次 212次 414次 111次 8次 115次

点一直是亚洲。

中国首脑出访的地区分布也有明显的历史特点。从 1949—1978年 ,中国首脑

只出访了亚、非、(东 )欧三大洲 ,分别为 45次、14次和 18次 ,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

外交的地域局限。改革开放以后 ,首脑出访有了突破 ,遍及六大洲的众多国家 ,出

访亚洲在保持领先地位的同时 ,对欧洲的出访也快速增加 ,超过了中国领导人对非

洲的出访次数。从 1979年到 1991年 ,中国领导人对亚、欧、非出访的次数分别为

53次、36次和 17次。从冷战结束以后的 1992年到 2006年 ,首脑出访大幅增加 ,

亚洲仍居第一位 ,达到 152次 ,欧洲紧随其后上升到 142次 ,非洲 61次 (图 28)。改

革开放以来 ,欧洲在中国对外关系布局中的地位已经超过非洲 ,因为欧洲已经成为

中国对外出口的重要市场和资金来源。

从地区分布来看 ,首脑出访反映了亚太地区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首要地位。

从 1949年至 1978年共出访亚洲国家 45次 ,平均每年 115次 ; 1979年至 1991年共

出访 53次 ,平均每年大约 4次 ;而到了 1992年至 2006年则猛增至 152次 ,平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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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的数据 ,虽然精确度略有不足 ,但还是能够反映中国高级领导人对外出访的基本比例。



图 28　1949—2006年中国首脑出访示意图

年大约 10次 (图 29)。从国家分布状况看 ,中国首脑出访的亚洲国家达 37个 ,占除

了中国以外 47个亚洲国家中的 80%以上 ,反映了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的普遍程

度。访问最多的国家依次为巴基斯坦 (17次 ) ,朝鲜 (16次 ) ,日本 (15次 ) ,缅甸和

越南 (13次 ) ,泰国 (12次 ) ,马来西亚 (10次 ) ,韩国、新加坡、印度、印度尼西亚、尼

泊尔 (9次 ) ,斯里兰卡 (8次 ) ,蒙古、柬埔寨、土耳其、菲律宾 (7次 ) ,孟加拉和哈萨

克斯坦 (6次 )。其中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关系开始比较早 ,但后来出现了

波折 ,一度中断了相当长的时间 ,而韩国是在冷战结束后的 1992年才与中国建立

外交关系的。中国首脑对这些国家访问的频率反映出 ,在中国与它们恢复正常关

图 29　1949—2006年中国首脑出访亚洲示意图

8

国际政治研究　2008年 第 2期



系后或关系正常期间 ,双边关系是相当密切的。此外 ,在与中亚国家的关系中 ,苏

联解体以后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具有独特的地位 ;在西亚 ,土耳其的地位尤为突出。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周边国家是中国首脑出访的集中地区 ,也是中国对外关

系中最为重要的地区。虽然在冷战结束后 ,中国政府才明确提出“同周边国家发

展友好关系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①,但从首脑出访的比例和数据来看 ,说

明这种地位自新中国产生以来就确立了。2002年中共十六大又提出了“加强睦邻

友好 ,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 ,②说明周边地区在中国外交中的

重要地位 ,由原来首脑出访等外交行为的累积逐步上升到政策的高度。

中国政府首脑对非洲的出访也反映了非洲在中国对外关系布局中的地位。20

世纪 50年代 ,中国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较少 ,只有 5个 ,而且都是在 50

年代后期建交的。中国领导人对非洲的出访从 60年代开始。这个时期是非洲民

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中国政府支持非洲各国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 ,加强

亚非国家之间的团结。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先后 14次出访了 11个非洲国家 ,其

中 1963年 12月到 1964年 2月 ,周恩来总理分别访问了阿联 (埃及 )、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这也是改革开放

前中国领导人对非洲仅有的访问。

“文革”期间到 70年代末 ,中国领导人对非洲的高规格访问也被迫终止。但

改革开放以后 ,对非洲出访很快得到恢复 ,而且访问次数也不断增加 ,从 1979年到

1991年 ,中国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先后 17次出访 14个非洲国家 ,虽然只比 1949年

至 1978年这一时间段内的出访次数多 3次 ,但这是在 13年内完成的 ,平均每年大

约 113次。从 1992年到 2006年 15年内 ,共出访非洲国家 61次 ,平均每年出访 4

次。其中从 2001年到 2006年的短短 6年中 ,中国首脑先后 36次出访非洲国家 ,

平均每年达到 6次 ,不仅超过改革开放前的每年 015次 ,而且也远远超过从 1992

年到 2000年 9年间的年均 2178次 (图 210)。

从中国首脑出访非洲国家的地区分布看 , 1949年到 2006年 ,中国领导人访问

了 53个非洲国家中的 27个 ,超过非洲国家的一半。访问次数最多的国家依次为

埃及 (10次 ) ,摩洛哥 (8次 ) ,阿尔及利亚 (6次 ) ,突尼斯、肯尼亚和南非 (4次 ) ,说

明中国对非洲关系的重点在北非 ,其中尤其体现了中国对处于亚非交汇处、在阿拉

伯世界和非洲都具有重要影响的埃及的重视。此外 ,在 1997年建交后的相对较短

的时间内 ,中国高层对南非的访问次数也反映了南非在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中所

具有的日益上升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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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1949—2006年中国首脑出访非洲示意图

中国首脑访问欧洲的情况反映出中国对欧洲地区国家的重视 ,其程度超出了

本文作者原有的了解。1949年至 1958年中国领导人共出访东欧国家 4次 ,分别

是民主德国、波兰和匈牙利 3个东欧国家 ,频率为每年 014次。从 1959年至 1968

年 ,中国领导人对欧洲共出访 4次 ,平均每年 014次。可以看出 ,在中国领导人对

外出访总体上升的时候 ,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却停滞不前 ,而且在所有 4次

访问中 3次是对在中苏分歧中坚定地站在中国一方的唯一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

亚的访问 ,另一次是在东欧国家中相对能够保持独立自主政策的罗马尼亚的访问。

进入 70年代以后 ,中国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关系在经受考验后得到了巩

固与发展 ,这一时期内中国首脑分别出访了这两个国家 (各一次 )。80年代中国和

东欧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明显改善、恢复和发展 ,中国首脑出访东欧国家达 8次之

多 ,访问的国家包括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亚

6个国家 ,平均每年大约 016次。冷战结束以后 ,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摆脱了意

识形态的羁绊 ,高层互访恢复正常。从 1992年至 2006年 ,中国首脑对东欧国家的

访问增至 19次 ,平均每年大约 113次。其中从冷战结束到 20世纪末期 ,中国首脑

对这个地区国家的出访频率为 1次 /年 ,进入新世纪之后则上升到了 115次 /年

(图 211)。

冷战期间西欧与东欧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地理概念 ,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

也有所不同。受冷战期间国际格局、特别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除了法国与中国

在 1964年建立外交关系外 ,西欧其他国家追随美国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中法建

交后法国政府和戴高乐总统都亲自邀请周恩来总理访问法国 ,以便戴高乐在适当

时候回访中国。因为当时法国的原则是“你先来我后往”,不愿先迈第一步 ,以免

给人移樽就教的印象。而当时中国领导人同资本主义大国领导人互访也有一条原

则 :“彼先来我后去”。因此答复法方说周恩来当年的日程已有安排 ,不能应邀访

法 ,愿意邀请蓬皮杜总理访华 ,也被对方以相同的理由拒绝。两国领导人互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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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中国首脑出访东欧示意图

就被搁置下来 ,戴高乐没有实现访问中国的愿望 ,中国最高层也没有访问法国。①

中国与西欧其他大国的关系直到 70年代初期才有所突破 ,但受到中国总体对

外关系格局和国内形势的约束和影响 ,中国领导人对欧洲的访问直到 1979年才开

始。从 20世纪 80年代起 ,国际形势趋于缓和 ,中国在调整对美、对苏政策的同

时 ,也调整了与西欧的政策。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双边关系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

了迅速发展。中国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开始出访西欧国家 ,到 1991年先后 12

次出访了 12个国家 ,平均每年大约 019次 ,主要集中在 1984—1987年间 ,而这

一时间段恰恰是中美关系的蜜月时期 ,很显然中国和西欧的关系受到了中美关

系的影响 (图 212)。

图 212　1992—2006年中国首脑出访西欧国家示意图

冷战结束后 ,西欧一些国家对中国施加压力 ,一度停止了与中国的高层接触。

11

国际政治研究　2008年 第 2期

① 张锡昌、周剑卿 :《战后法国外交史》,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年版 ,第 233—234页。



中国同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关系 ,“程度不同地出现了困难和曲折”。① 中

国也暂停了对西欧发达国家的高层出访。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冷战后

国际局势的逐步变化和双方政策的调整 ,双边关系从 1992年开始回升 ,并于当年

“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② 从 1992年起到 2006年 ,中国首脑出访西欧中小国家

达 54次 ,频次比较连续 ,平均每年 316次 (图 212)。

中国和拉美分别位于东西和南北不同的半球。虽然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和地

区 ,由于地理、历史、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原因 ,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起步较

晚。1960年中国同古巴建交 ,开始了中国与这个地区国家的关系。但作为美国的

“后院”,拉美不少国家受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与中国的关系始终不能取得进展 ,

直到 10年之后 ,第二个国家智利才在 1970年同中国建交。由于中拉关系发展缓

慢 ,从新中国成立到 1978年 ,中国首脑都未对拉丁美洲国家进行访问。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中美建交后 ,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关系的状况才有

所改变。从 1979年至 1991年 ,中国政府总理和国家主席先后 10次访问了拉美 7

个国家 ,平均每年大约 018次。冷战结束后 ,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 1993年首次

对拉美五国进行国事访问以来 ,中国首脑已先后 40次访问拉美国家 ,平均每年

217次。其中从 1992年至 2000年 ,中国首脑出访拉丁美洲 18次 ,平均每年 2次。

进入 21世纪后的 6年内出访 22次 ,平均每年 317次。中国首脑的出访 ,大幅增进

了双方相互之间的了解、友谊和政治互信。 (图 213)

图 213　中国首脑出访拉丁美洲示意图

中国首脑对大洋洲地区国家的出访状况 ,表明中国与这个地区国家关系的重

点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由于地理和国家特点的特殊性 ,中国与大洋洲地区国家

的关系相对滞后 ,这一点在首脑出访上也有明显体现。1949年至 1978年 ,中国首

脑没有出访大洋洲 ; 1979年至 1991年共出访 9次 ,平均每年大约 017次 ;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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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至 2006年则增至 17次 ,平均每年大约 111次。从 1979年到 1991年 ,中国

中共中央书记和政府总理先后 7次访问澳、新两国。从 1992年到 2006年 ,中国首

脑先后 17次出访大洋洲国家 ,其中有 13次到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分别为 7次和

6次 (图 214)。

图 214　中国首脑出访大洋洲示意图

上述首脑出访的地区分布 ,反映了亚洲地区国家在中国外交中的首要地位 ,非

洲相对一贯的重要地位 ,欧洲在中国对外关系布局中地位的快速上升 ,以及拉丁美

洲和大洋洲在中国对外关系布局中地位的快速拉近。需要说明的是 ,虽然中国首

脑对北美洲地区国家的访问最少 ,但考虑到这个地区只有两个发达国家 ,如果单就

数量和频率来看 ,很难反映出中国与这个地区国家关系的状况 ,而从每个国家的频

率来看 ,中国与北美洲地区国家关系的重要性不亚于中国与任何其他地区国家的

关系。

四、首脑出访与大国外交

这一部分集中分析主要大国在中国首脑出访中的布局。这里所说的大国指美

国、俄罗斯 (苏联 )、日本以及英、法、德等西欧国家。1949年至 1978年 ,中国首脑

出访大国仅有 9次 ; 1979年至 1991年 ,首脑出访大国的次数上升到了 28次 ,平均

每年大约 212次 ;而从 1992年至 2006年 ,中国首脑出访大国的次数猛增至 69次 ,

平均每年 416次。这说明中国对大国外交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 ,但对不同国家显

示出了不同的特点。

中国与美国　由于受到双边关系总体状况的影响 ,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访问

是在中美建交以后才实现的。1949年至 1978年中国领导人没有对美国进行过高

层访问。中美建交后不久 ,中国政府副总理和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就在 1979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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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至 2月初访问美国。期间中美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合作协议 ,也就全球战略问

题达成了协议 ,随后两国关系迅速升温。中国总理、国家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分别在 1984年、1985年和 1989年访问美国。这是中美关系在 20世纪

中后期平稳发展的体现。但“六 ·四风波 ”后 ,美国总统发表声明 ,宣布对中国

采取一系列制裁措施 ,其中有一项是暂停同中国的一切高层互访。① 高层接触实

际上并没有终止 ,也不可能终止。美国方面不久即派出特使访问中国 ,中方也明确

提出希望美国方面邀请中国国家主席访美 ,随后双方多次为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

访问美国进行磋商 ,但由于美国方面在待遇方面的消极和怠慢 ,②使两国首脑最高

层的互访中断了九年之久 ,直到 1997年 10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进行国

事访问。

江泽民主席对美国的访问是中美关系走出“六·四风波”阴影的重要标志 ,随

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访恢复正常。1999年 4月中国总理朱镕基出访美国 , 2002

年 10月 ,江泽民主席再次访问美国。特别是 2003年 12月温家宝总理出访美国 ,

是新政府上任以来首次访问的西方大国 ,表明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十分重视中美

关系。2006年 4月 ,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1979年至 1991年 ,中

国领导人 4次出访美国 ,平均每年 0131次 ; 1992年至 2006年 , 5次出访 ,平均每年

0133次。从中国政府领导人对美国访问的频率看 ,中美关系已经恢复到 20世纪

80年代的水平 (图 215)。

图 215　中国首脑出访美国示意图

中 (苏 )俄关系　中国首脑出访是从对苏联的访问开始的 ,但从历史的角度

看 ,中国高层对苏联的访问极其不规律。在全部 10次出访中 , 50年代就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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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占了 70% , 60年代仅 1次。随着双边关系的恶化 ,高层互访中断了 30余年 ,

直到 1990年和 1991年 ,中国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分别访问了苏联。苏联解

体后 ,中苏关系顺利地过渡到中俄关系 ,除 1992、1993年和 2002年外 ,中国首脑

访问俄罗斯 16次 ,平均每年 1次 ,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

的状况。

如果将中国首脑对美国的访问与对苏联和俄罗斯的访问进行比较 ,可以看出

彼此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比如冷战后中国首脑对美国的出访才 5次 ,平均 3年多

才有 1次 ,而同时期中国首脑出访俄罗斯则达到 18次 ,平均每年 1次多。这说明

冷战后的中俄政治关系或官方关系要比中美关系更加良好和稳定。但是 ,如果从

中国与两者之间在其他方面的关系 ,特别是经济关系看 ,中美关系好于中俄关系。

可以说中俄政治关系好于经济关系 ,中美则是经济关系好于政治关系 ;中俄官方关

系好于民间关系 ,而中美关系则显示出民间关系好于政府关系的特点。 (图 216,

图 217)

图 216　中国首脑出访苏联示意图

图 217　冷战后中国首脑出访俄罗斯示意图

51

国际政治研究　2008年 第 2期



　　中国与日本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20多年中 ,中日之间也一直处于战争状态。

1972年中日建交结束了两国关系长期不正常的状态 ,但直到 1978年 10月邓小平

出访日本 ,才实现了中国首脑对日本的首次出访。从 1979年至 1991年 ,中国首脑

先后 5次访问日本。从冷战结束初期到 1996年 ,中日关系经历了起伏 ,中国首脑

的出访很不连续 ,只在 1992年和 1995年 3次出访日本。从 1997年到 2003年中

国首脑对日本的出访比较连续 ,先后 6次出访日本。但是 ,由于 21世纪初期日本

首相小泉纯一郎顽固坚持参拜供奉有东条英机等 14名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

社”和其他历史问题 ,中国中断了双方之间的高层互访。从 2004年到 2006年中国

首脑没再访问过日本 ,两国关系陷入了“政冷经热”的局面。直到日本新领导人上

台后 ,改变了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错误立场 ,双方领导人的互访才得以实现。2007

年 4月 ,温家宝总理实现了对日本的融冰之旅 (图 218)。

图 218　中国首脑出访日本示意图

中国与西欧主要大国　中国与英、法、德、意等大国关系的发展状况 ,也可以通

过首脑出访体现出来。1949年至 1978年 ,中国政府领导人没有出访西欧国家。

虽然在 70年代初期 ,中国与英国和联邦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但由于受到全球战

略观念分歧的影响 ,中国批评欧洲对“霸权主义”执行“祸水东引”的绥靖主义政

策 ,再加上中国国内文革的特殊状况 ,中国同它们的关系并不是十分稳定 ,中国首

脑没有出访过这些欧洲大国。中国首脑对西欧大国的访问始于中国改革开放后 ,

而且一开始就表现出了相当高的频率 :从 1979年到 1991年 ,中国首脑先后 14次

访问英、法、德、意四国。冷战后 ,中国首脑对这四个国家的出访次数达到 32次 ,大

约占该时期出访西欧国家总次数的 37121% ,平均每年大约两次 ,显示了这四个国

家在中国外交布局中地位与作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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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首脑出访与中国总体外交

中国领导人的频繁出访是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 ,“首脑外交时代”到来

和首脑外交“爆发式增长”在中国外交上的体现 ,①也是中国在国际上作用不断增

加的客观要求。从全球化的背景来看 ,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广泛运用为首脑外交和

高频率的首脑出访提供了客观条件 ,它使首脑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对一系列国家

的访问 ;现代通讯设备使首脑在离开国家以后仍然能够与国内保持紧密的联系 ,保

持对国内的有效领导 ;人类面临问题的全球化也要求不同国家领导人广泛接触 ,直

接商谈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政策和方法 ;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媒体使首脑外交、特别是

首脑出访成为全球广泛关注的焦点和热点 ;首脑通过互访可以直接进行谈判 ,摆脱

官僚过程的繁文缛节 ,更高效地解决双方之间所面临的问题。

从中国本身的情况看 ,首脑出访频率和规模的增加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规模和

程度的一个体现 :改革开放不仅需要请进来 ,而且需要走出去。而走出去则是多层

次和全方位的 ,当然包括最高层的走出去 ,这是中国制定符合国际环境政策的必

要。此外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提高 ,中国的国际作用不断加强 ,首脑出访频率的增

加也是全球化时代对中国在国际上发挥作用所提出的客观要求。它从一个方面体

现了中国外交的特点。

首先从纵向看 ,首脑出访的频率反映出中国对外关系的三个阶段性特点。从

1949年至 1978年 ,中国首脑出访总共仅为 77次 ,平均每年只有大约 216次 ,被访

问国家又大多集中在亚洲和非洲 ,被访问的欧洲国家又都属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开始逐步融入国际社会 ,对外出访不断增加。从

1979年至 1991年 ,中国首脑出访地区扩大到大洋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 ,达到 132

次 ,平均每年 10次。1992—2006年 ,中国首脑的出访次数增加到 424次 ,平均每

年大约 28次 ,而且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的特点。

首脑出访数量的增加 ,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外交的阶段性特点和每个阶

段对外关系的基本状况 :在第一时期中国首脑出访次数少 ,因为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相对较少 ,西方国家大多追随美国对新中国采取的敌视和孤立政策。第二时期 ,一

方面中国调整了外交政策 ,另一方面国际格局开始走向缓和 ,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增

多 ,因此首脑出访的次数增多。第三时期 ,冷战结束 ,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 ,国

际局势相比前两个时期要更加平稳 ,中国外交更加活跃 ,首脑出访也开始大幅度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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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三代领导人的视角观察 ,首脑出访也反映出三代领导集体核心对外交

往的状况 :毛泽东作为国家主席和党的主席 ,一生总共出访过两次 ,第一次是苏联 ,

第二次仍然是苏联。从 1978年邓小平确立其在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地位

后总共也就出访过八次。江泽民作为第三代领导核心 ,从 1989年担任中共中央总

书记到 2002年辞去国家主席职务 ,总共出访 70多个国家 ,行程 60多万公里 ,在空

中和外国土地上的时间总共 364天。①

其次 ,从地理分布来说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 2006年底 ,中国首脑先后出访共

633次 ,足迹遍布六大洲的国家 ,日益体现全方位的特点。但总体上集中于亚洲、

欧洲和非洲 ,对这三大洲国家的出访占中国首脑出访总数的大约 85%。这一特点

不仅仅在于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国家较多 ,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布

局和重点 ,中国外交的主要阵地和舞台在亚、非、欧三大洲。冷战结束后 ,中国在强

调和发展全方位的对外关系的同时 ,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作为优先发展方向 ,这在

首脑出访的布局上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 ,亚洲地区也已经

成为中国主要经贸伙伴和重要市场之一。

冷战结束后 ,中国首脑共对外出访 424次 ,其中对亚洲和大洋洲的周边国家出

访 169次 ,占出访总数的大约 40% ,平均每年 1113次 ;出访大国 69次 ,约占

1613% ,平均每年 416次 ;出访发展中国家 173次 ,约占 41% ,平均每年 1115次。

考虑到大国数量只有 8个 ,而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数量众多 ,因此完全可以下结

论说 ,冷战后 ,首脑出访也体现了“大国是关键 ,周边是首要 ,发展中国家是基础”

的总体外交战略布局。

第三 ,从所涉及的议题看 ,中国首脑出访反映了当今世界首脑外交议题从高政

治到低政治转变的特点。② 早期的首脑外交关注的主要是诸如结盟、战略协调等

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 ,如二战后期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的历次会晤。而当今

首脑外交的议题则更多的是经济、环境等低政治议题。从中国外交看 ,早期中国首

脑的历次出访都具有明确的战略考虑。如毛泽东第一次出访是为了解决新中国成

立后所面临的安全问题 ,具体就是为了签署新的中苏同盟条约以取代旧的同盟条

约。③ 20世纪 50—60年代周恩来总理的三次大规模出访也都有特定的议题。④

邓小平对美、日、东南亚国家的出访都是中国当时外交战略的重要步骤。

当今中国领导人出访的议题主要在增进了解 ,加强合作。从历次随首脑出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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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交部部长在访问回来后对首脑出访成就的总结看 ,成功的方面主要表现在 :

“增加了双方互信”,“密切了传统友谊 ,勾画了新的蓝图”,“推进了经贸合作”,

“增进了了解 ,扩大了共识”;“加强了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磋商”;“奠定新基础、开

创新局面 ,提出新主张、阐明新思路”;“充实合作内涵 ,全面阐述中国的内外政策”

等。具体地说 ,为了实现首脑出访的成功 ,需要外交部和其他相关部门做大量和充

分的前期准备工作 ,只有具体条件成熟后首脑出访才能成行 ,因此每次首脑出访都

是对中国与相关国家合作关系的重要推动。就首脑出访本身来看 ,每次首脑出访

都有庞大的经济、文化等专业代表团随行 ,在访问行程中签署大量包括政治、安全、

经贸、能源、教育、卫生、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合作协议 ,访问之后对协定的执行是落

实首脑出访成果的重要形式 ,也会进一步推动和深化双边合作。最后 ,通过首脑互

访建立起来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 ,是加强两国关系的主要纽带 ,可以促进国家间

关系的长期发展 ,增进双方之间的相互了解。当然首脑出访期间的不愉快 ,在首脑

互访期间造成的个人间的龃龉 ,则往往影响双边关系的发展。①

第四 ,首脑出访的作用发生了转变 ,象征意义大大增加。首脑出访是国家的重

大外交活动 ,具有重要象征意义 ,影响双边关系的发展 ,往往被称为“历史性访

问”、双边关系的“里程碑”。一国最高领导人对外访问的频繁程度 ,不仅反映这个

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对外关系的状况 ,有时也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一个国家的对

内和对外政策。就双边关系来看 ,首脑出访是在一定的环境下才能实现的 ,往往有

一个前提条件 ,即双方必须建立外交关系 ,没有外交关系实现首脑互访是不可能

的。中国在与西方大国发展关系时尤其如此。例如 ,在中美建交前夕 ,美国为了追

求与中国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 ,在仍然与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因而尚未与中国

建交的情况下邀请中国高级领导人访问美国。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明确表

示 ,只要华盛顿还有台湾当局的大使 ,这件事就没有可能。②

此外 ,首脑互访是两国关系的晴雨表 ,两国间高频率的互访是两国关系友好的

象征。如中俄之间的首脑互访正是中俄关系良好发展的重要体现。长期不能实现

互访 ,则往往标志着两国之间存在不能解决的问题 ,如本世纪初期的一段时间内中

国领导人对日本访问突然停止 ,就是源于日本领导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给双边

关系所造成的障碍。20世纪 90年代中国首脑访问美国的频率已经和 80年代的

频率持平 ,从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中美关系基本上已经恢复到 80年代的水平。

最后 ,作为最高级别的外交形式 ,从首脑出访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和出访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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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宾安排上 ,可以看出中国在发展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中的不同风格和

原则。中国领导人对发达国家的访问 ,除了前文谈到在对法关系中所体现的“彼

先来我后往”的做法外 ,拟订中的中国国家主席 1995年对美国的访问 ,也因美国方

面不愿以“国事访问”规格接待而被迫取消。在本世纪初期 ,因为日本领导人坚持

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两国高层互访中断。直到日本政府更替 ,新首相承诺不参

拜“靖国神社”并对中国访问后 ,才得以实现中国总理对日本的访问。

相对而言 ,中国领导人访问发展中国家时所坚持的原则和做法 ,与对发达国家

有很大的不同。在对大国访问问题上 ,中国希望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 ,坚持平等相

待 ,而在对发展中国家出访过程中往往是“客随主便”,体谅对方的处境 ,尊重小国

意愿 ,体现中国的大国风范。① 如 1960年周恩来总理访问柬埔寨前夕 ,柬埔寨国

王去世 ,柬埔寨方面提出如果访问按原定日期进行 ,由于国丧可能影响接待规格 ,

周恩来一行不仅指示代表团连夜赶制黑纱和白色礼服 ,而且亲自前往吊唁 ,不仅感

动了柬埔寨政府和人民 ,而且有力推动了中国与柬埔寨之间的友谊。② 又如四年

后周恩来访问加纳时 ,发生了针对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的事件 ,周恩来总理一行按照

既定计划访问了加纳 ,并且考虑到总统的安全 ,取消了礼宾方面的安排 ,不仅支持

和感动了恩克鲁玛 ,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与这个非洲国家的关系。③ 这些做法

与访问发达国家期间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体现了中国外交的风格。

本文选取的仅仅是首脑出访这一最常见和人们最为熟悉的首脑外交方式 ,并

没有把中国领导人参加多边国际会议的出访考虑在内 ,也没有把其他形式的首脑

外交包括在内 ,但首脑出访所反映的外交涵义相当丰富 ,其中更有很多方面值得继

续探讨和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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